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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昊亮谈著作权法对视听作品的保护———

应当针对连续画面认定其独创性

  西北政法大学孙昊亮在《法律科学》2024年第6期上发表题

为《论视频的分类与独创性认定》的文章中指出：

  随着视频影像的出现和普及，视频影像越来越多地成为人

们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方式。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制

作与传播视频影像已经成为普通人具备的能力。当媒体传播进

入融合时代，视频内容成为互联网传播的最大流量，“刷视频”

“追剧”等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无论是长视频、短视频、综

合视频，还是网络直播或微短剧，用户规模、日均使用时长等均

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作为网络传播的主要内容，视频被广泛应

用且发展迅猛，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无论接受与否，视频已

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全媒体时代下，视频的创作和传播技术已经获得发展，人

们通过数字网络空间就可实现视频的摄制与传播。这就导致视

频著作权问题重新成为十分关键的著作权与文化政策问题。尤

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视频制作和传播更加简单和便捷，除了

制作精良的影片，海量的自主拍摄视频也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中

传播。原本以电影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被打破，视频著作权制

度所依托的产业环境也发生了改变。视频媒体的深度变革深刻

地颠覆了著作权法保护的产业形态。视频平台、视频自媒体用户

等新型主体参与到视频制作、运营与传播的产业链条之中，引发

了著作权保护的新问题。

  全媒体时代，根据著作权法独创性的标准可将视频分为视听

作品、录像制品和其他视频三种类型。具备独创性的为视听作品，

虽不具备独创性但付出创造性贡献的为录像制品，既无独创性也

没有付出创造性贡献的为其他视频，这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的逻

辑体系。另外，著作权法对视听作品的保护，应当摒弃传统媒体时

代以摄制方法、传播媒介的区分标准，不应再采用以电影、电视剧

为参照的独创性标准判断方式，对于视听作品应当针对连续画

面认定其独创性，而与其是否具有类似电影的拍摄还是表现方

式无关。著作权制度应当摒弃电影、电视剧的分类方式，删除电

影、电视剧作品著作权特殊归属的规定，简化媒体类别、统一适

用职务作品等著作权归属规则。这不但有利于视听产业的发展，

而且有利于著作权制度从“媒体规则”向“产权规则”的转变。

观点新解

（赵珊珊 整理）

  同济大学法学院熊倍羚在《北方法学》2024年第6期上发表

题为《个人信息主体同意撤回权的规范定位与冲突协调》的文章

中指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已经迈入数字时代。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应用在为人们提供高效、便

捷服务的同时，也给信息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纵观我国

建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可以发现其中涉及个人信

息主体同意撤回权的规定数量较少。同意撤回不仅为个人信息

主体作出的瑕疵同意提供了纠正路径，还阻断了个人信息处理

者继续获取个人信息的有效渠道，防止个人信息处理者以机器

学习的方式分析和推测其偏好，避免受到算法操纵。在此背景

下，正确解释同意撤回权的规范内容既有利于同意规则的完善，

也对进一步实现个人信息主体的信息自决具有重要意义。

  同意撤回权与意思表示的撤回和撤销分别在行使对象和溯

及效果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分歧表现为同意撤回的性质争议。

考虑到同意撤回权是同意规则项下的特殊规范，故对同意撤回

性质的判断应以同意性质的判断为出发点。回溯同意规则的理

论来源和规范目的，仅以同意规则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困境为由

并不足以否定其作为意思表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相反，将同意

视为意思表示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贯彻意思自治精神的重要体

现，也符合“同意”自产生之初所蕴含的根本宗旨。由此，同意撤

回本质上是个人信息主体对其先前持续性授权的撤回意思表

示，可适用意思表示的相关规则。

  厘清行使条件是研究同意撤回权的核心内容。就权利主体

而言，除成年人是同意撤回权的当然适格主体之外，针对不同年

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以及不同行为能力层级的成年人，应当在充

分尊重两类群体意愿和信息主体地位的原则基础上采取与之相

协调的同意撤回模式。就适用对象而言，由于同意撤回符合“纯

获利益”以及“与年龄、智力相适应”的特质，8岁以上未成年人不

宜适用监护人同意撤回模式。替代同意人为欠缺行为能力的成

年人撤回同意时须受到限制。

  就同意撤回与法定许可的关系而言，两者并存时必须择一适

用。当个人信息主体撤回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时，这一行为可能

会直接影响到合同的履行以及相关责任的界定。对此，需要厘清涉

及个人信息合同交易的内部结构。涉及个人信息的合同交易主要

包括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与基础合同两个部分，前者是个人信息保

护法的调整对象，后者则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当个人信

息处理行为涉及合同交易时，个人信息主体是否享有同意撤回权

须视其提供个人信息的合同义务性质而定。尽管个人信息处理与

基础合同相互独立，撤回同意仍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解除。

熊倍羚谈研究同意撤回权———

厘清行使条件是其核心内容

找到法律的自我
《遇见法学家——— 西方法哲学简史》序言

□ 徐爱国

  西塞罗说，真正的哲学可以用来对抗今生的

苦难，但是诸神只把真正的哲学赐给极少数人。

奥古斯丁进一步推演，既然没有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就要寻求神的赐予，乞求诸神赋予我们灵

性，那就是认知和学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心灵

能够在智慧之井中饮水，获取审慎、坚韧、节制、

公义这些美德，然后按照灵性去解释律法、区分

善恶。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应用到法学领域，我们

可以说，法哲学是法律人提升灵性和纯洁心灵

之门。

  “法哲学”或“法理学”是法学中的“灵魂”科

目。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理念：哲学就是“爱

智慧”，哲学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了哲

学就把握了世界。因此，《遇见法学家——— 西方法

哲学简史》聚焦法哲学，既可以让人觉得深不可

测，又可勾起对哲学的记忆。古典时期，我们说法

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要理解法哲学就应该首

先学好哲学。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黑格

尔的《法哲学原理》和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都

是我们熟悉的法哲学经典。即使工业革命之后，

法学家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哲学家，“法哲学”不

能再涵盖所有的法学理论，仅仅是最宽泛意义上

的“哲学”或“法的形而上学”，但是我们仍然对法

哲学充满了向往。

  法律哲学存在于法学家的大脑中、外化为法

学的论著。理解法哲学，就是“遭遇法学家”。法哲

学的写法与讲法，无不是法学家的传记和法学的

流派。法学家的传记是个人的传奇，法学流派是

法学家群体的解读。法学流派的理解，入门容易

深入难，因为群体的介绍会过滤掉个体的丰富多

彩，思想抽象和提炼之后，失去了法律思想的多

样性，所以本书按照法学家个体展开，也就是“遇

见法学家”。一个人物就是一个世界，个人传记永

远让人回味无穷。英雄总能给人启发，他的成功

与失败总能给我们经验和教训，阅读西塞罗的

法庭辩论，总比勘校《十二铜表法》来得畅快愉

悦。西方法律思想存在于西方法哲学家的脑子

里，表现为他们各具特色的个人生活之中，物

化于他们的法律著作之内。每个法哲学家的思

想各不相同，但是同一时代的一批法学家则代

表了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文明；同样地，每个

时代法学家的思想也各不相同，几千年西方法

律思想家的理论传承，则构成了西方法律思想

的全景。

  时髦的说法，“真正的哲学是哲学史”“真正

的政治学是政治思想史”，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

法哲学应该是法律思想史。法哲学过于简约和单

调，唯有历史才丰富多彩。法律思想史探讨的是

人的法律意识史，并非客观、实在、硬性和肯定，

而是主观、无形、软性和模糊；并非存在于立法的

文件和司法的判决之中成为人类考据的对象，而

是存在于思想者的大脑之中成为人类理解的参

照；并非趋向于唯一的真实，而是趋向于多元的

假定。幼年的法哲学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宗

教学混合在一起，青年的法哲学有了自己独立的

地位和各自的法学学派，壮年的法哲学回复到各

自为政自成一体的乌托邦与异托邦。老年的法哲

学，现在尚不能预测和描述，也许是最后的死亡

与重生。所以，本书以时间和个体的线索展开，有

古希腊罗马法律思想的起源，有中世纪基督教法

律思想的沉浸，有近代启蒙主义的热情，有工业

革命精神的科学，有后现代主义的灵异闪现和虚

幻表达。以法学家个体计算，本书选择了西方法

律思想史上35位法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西塞罗、乌尔比安、奥古斯丁、阿奎那、格劳秀斯、

霍布斯、普芬道夫、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恩、

杰佛逊、边沁、奥斯丁、密尔、斯密、萨维尼、梅因、

霍姆斯、卡多佐、庞德、卢埃林、凯尔森、哈特、拉

兹、马里旦、富勒、德沃金、菲尼斯、丹宁、哈耶克、

昂格尔和波斯纳。

  法哲学的黄金时代是

20世纪80年代，知识的渴

求、睁眼看世界的勇气，西

方法律哲学曾经是法学院

学生趋之若鹜的热门学科。

哲学王与法治、法律的逻辑

与修辞、法律是友谊是希望

是爱、法律是共同的善、法

律是意志是理性是理念，这

些古典法哲学的终极思考

激励着法科学生，与青年的

理想主义达成了共情，最终

实现了自我。再后来，政治取代了学术、实利取

代了知识，法哲学的地位下降了、品位庸俗了、

思想僵化了，法学院的学生不再知道法哲学为

何物，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下架法学课程表。

科学取代了法学、技能取代了思想、金钱的欲

望取代了梦幻的漫游。人们忘却了西方法律思

想史，获得了世界却失去了灵魂。

  潮起潮落、反转轮回，躯体不能没有灵魂，法

学院不能没有法哲学。是时候唤起法学的良知

了，我们要重新回到热爱思考的时代，我们需要

的不仅是政治的站位和经济的富裕，不仅是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我们还需要精神的超越、灵魂的

出窍和心灵的体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奇思妙

想，我们要有法哲学。这就是我们编写这本《遇见

法学家——— 西方法哲学简史》的初衷，重回法哲

学，找到法律的自我。

书林臧否

鹌鹑狱

  先是，安石纠察在京刑狱。有少年得斗鹑，其

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

暱，遂携去，鹑主追及之，踢其胁下，立死。开封府

按其人罪当偿死，安石驳之曰：“按律，公取、窃取

皆为盗，此不与而彼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

殴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人为

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详定，以府断为

是。有诏安石放罪。旧制，放罪者皆诣殿门谢。安

石自言“我无罪”，不谢，御史台及閤门累移牒趣

之，终不肯谢。台司因劾奏之，执政以其名重，释

不问，但徙安石他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

  解析：“慎刑”与“防弊”的司法监督制约机制

  “王安石误判斗鹑杀人”这一案例因主角是

王安石而颇为知名，《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史》

王安石本传均有记载，后世更给了此案一个专有

名称———“鹌鹑狱”。本案的争论焦点是少年的行

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王安石认为少年的行为是

“捕盗”因而构成正当防卫，罪不至死，而开封府、

审刑院、大理寺对此都持否定态度。这一案例在

相关部门之间产生了巨大争议，为我们窥视宋代

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窗口。

  宋代司法机构有中央司法机构和地方司法

机构之分。在上述案例的简短记载中，宋代主要

的中央司法机关几乎都出场了。开封府，不仅有

权审理首都地区的案件，而且可以直接受理皇帝

指定管辖的案件而不用受刑部、御史台的复核或

监察。大理寺，负责审理地方司法机关上奏的案

件，是“上诉审法院”。审刑院，是宋代特有的司法

机关，宋太宗时设立，“上诉”案件虽然由大理寺

负责审理，可是审理结果必须通过审刑院复核。

  之所以设置如此复杂的司法机构，源于宋人

的“慎刑”思想，即减少或者不产生冤错案。而要

实现“慎刑”的目的，则必须构建一套权力制约机

制，即“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这是有宋一代

政治制度设立的基本原则：必须分散司法事权，

实现司法权内部的制衡，防止任何一个司法机关

因权力过大而恣意妄为。

  本案例中，开封府对王安石的意见不服，提

出“上诉”，经大理寺、审刑院审理后“维持原判”。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王安石有什么权力驳回

开封府的判决呢？这就引出宋代又一独特的司法

监督机关：纠察在京刑狱司。据《宋史·职官志》记

载，宋真宗时“置纠察刑狱司，纠察官二人，以两

制以上充。凡在京刑禁，徒以上即时以报；若理有

未尽或置淹恤，追覆其案，详正而驳奏之。凡大

辟，皆录问”。简而言之，对所有在京司法机关，不

论地方机关如开封府，还是中央机关如大理寺，

纠察在京刑狱司均有监督之权。它不仅有权被动

核查司法机关按时汇报的徒刑以上案件，还有

权主动监督；不仅有权平反冤错案，还有权纠

举司法官吏的不法行为；不仅有权监督案件，

还有权审理案件。所谓的纠察官“以两制以上

充”即唐、宋两代，翰林学士加知制诰称“内

制”，中书舍人加知制诰称“外制”，合称“两

制”。而此时的王安石，官职正是“直集贤院，知制

诰，纠察在京刑狱”。

  御史台，既是监察机关，也是重要的司法机

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五》记载：

“事之最难者莫如疑狱。夫以州郡不能决而付之

大理，大理不能决而付之刑部，刑部不能决而后

付之御史台。”因此，御史台作为司法机关负责对

疑难案件的审判；同时御史台作为监察机关，有

权对官吏违法渎职案件进行调查。王安石错判

“鹌鹑狱”的责任被皇帝赦免，却拒不谢罪的行

为，正是御史台作为监察机关“肃正纲纪”的对

象。所以，御史台对王安石启动弹劾，导致王安石

的离职。

  权力与监督相辅相成，权力越大越需要监督

制约。监督能够防止权力滥用，而制约则是实现

公正的有效途径。司法活动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职

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司法

权必须在监督制约下运行。通过“鹌鹑狱”这一典

型案例不难看出，早在宋代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司法权监督制约机制，其中既有对案件审

判的监督制约，也包括对司法官员权力运用的监

督制约，并且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

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

史海钩沉

□ 肖月

  包拯，字希仁，谥号：孝肃，庐州合肥（今安徽

省肥东县）人，北宋名臣。包拯这样一个真实的历

史人物，在家尽孝，为国尽忠，为官26载，严于修

己，清正廉洁。

  “孝肃家风”中的“孝肃”来源于包拯的谥号，

“孝肃家风”以忠孝为本，凸显廉洁，虽然以“孝、

忠、廉”为突出特征的孝肃家风的最后形成，得益

于后世子孙的发扬光大，但包公是孝肃家风核心

价值的构建者。

  晚年包拯立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

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

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

壁，以诏后世。”大意是，包家后世子孙当官，如有

贪赃枉法者，开除族籍，不准再回包家；死后也不

准葬入包家祖坟。

  包拯家训仅51字却被公认为“史上最严苛家

训”，形成了孝肃家风的独特内涵。他为包氏子孙

为官画了一条底线———“不准赃滥”，凸显“廉”的

核心价值。对不廉的惩罚是基于家人对“孝”价值

基本认同的基础之上，否则活着不能回来，死了

不能葬于祖坟之中，不是我的子孙，就不具有惩

罚的意义。对“廉”的倡导，对“不廉”的惩罚，恰恰

体现了家训中“忠”的核心价值，对黎民百姓的忠

诚、对国家的忠诚。尽管包公家训非常简短，但鲜

明地凸显了“孝、忠、廉”家风的核心价值。

孝肃家风的千年传承

  包拯的家训是一个标尺，突出廉洁、孝道、

忠诚方面，告诫子孙，既直白又严厉。自此，“不

准赃滥”便成为包氏家庭为官者的一条铁律和

行为底线。包拯凭借自己孝道忠诚、清正廉洁的

“身教”和晚年书面化的“言教”，为包氏家族确

立了文化基因。

  孝肃家风在保持、传承、形成过程中包家的

两位贤夫人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首先是包拯的夫

人董氏。包公能成为一代廉臣，离不开他的贤内

助，董氏始终保持了包公“孝、忠、廉”的家风。其

次是包公的长媳崔氏。在包公家风的传承方面，

她起到独特作用。包公幼子包绶是由崔氏抚养长

大，教育成才的。所以，合肥地区一直流传“嫂娘”

的称呼。“长嫂如母”的故事传说是包公，实际上

是误传，是崔氏抚养了包绶。包公家风的传承和

发扬光大，离不开包家的两位贤夫人，女性在家

风营造、家风传承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道德传家，十代以上；富贵传家，不过

三代。包公的家风家训以忠孝为本，凸显廉洁。多

年前，生活在合肥地区的包公后人被采访，这些

后人当中有当人民调解员的，有当警察的，有当

社区工作者的，也有当人大代表的。他们也都做

到了在家做孝子，在外做人杰，于国做忠良。从包

公今天的后人身上也依然能看到孝肃家风的遗

存和千年传承。

  包公家训家风对党员干部家风

建设的启示

  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千古名臣家训家风，对党员干部的家风建设有什

么样的启示？

  思想上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包公身体力

行并在晚年立下家训就体现了鲜明的文化自觉。

他主动构建了家庭文化的精神内核，构建了家文

化基因，那就是孝道、忠诚和廉洁。

  党员干部要有建设良好家风的文化自觉，用

自己的一言一行构建家庭文化的“精神内核”。

  行动上要做优良家风的示范者。好的示范带

来好的传承。包公的家训之所以能够得到子孙的

践行并发扬光大，形成了名垂千古的孝肃家风，

得益于包拯的率先垂范。教育最高的境界是什

么？是无形，是没有痕迹的，不教而教，不学而学，

身教更重于言传。

  在刘铁男案件当中，其中绝大部分是其儿子

刘德成贪污的。在刘德成的案情陈述当中，他讲

述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小时候父亲带自己

去奶奶家时总喜欢避开大路走小胡同，父亲教导

他“做人要学会走捷径”。物质太易得之后，快乐

太易得之后，实际上人的三观可能会发生扭曲，

就不愿意去奋斗，不愿意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财

富。这些都在给我们警醒，党员干部首先自己要

做好示范。

  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家风家训文化资源，我们

应该从这些传统的优秀家风家训文化当中汲取

智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其进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我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

树立新时代的家庭观。即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

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共

建共享的家庭追求。

  孝肃家风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家庭美

德，也为社会带来了清廉之风，党员干部在家庭

建设、家风营造中应当学习借鉴。

包公家训家风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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